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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土大王”自述

曾 俊 臣

一、为什么会做起鸦片生意来

“在刘甫公面前，我犯了事该杀头的，关三个

月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

我原是盐帮学徒出身， 年之久，做过井、从事盐业有

枧、灶和运销等项业务，并在重庆当了十多年的盐帮会长。

年我开始做鸦片烟贩销业务（当时叫做“特业”，经营的人就叫

年拆伙结束。虽然经营的时间只有短短四五年“特商”）， ，

但由于我尽量利用机会交官结贵，同当时的军阀官僚密切勾结，

相互利用，胆子越来越大，经营又贪又狠，所以很快就掠得了

巨额暴利，成为川帮“特商”中最有名的巨户。

谁都知道，鸦片乃是祸国殃民、危害子孙万代的最可怕的

毒物，大家把抽鸦片干脆称之为“吸毒”，就是在旧社会，经营

鸦片之类毒物的人，也是为一般人所鄙视厌恨的。搞这个行道

的，都是一般所谓“飞的走的”亡命之徒。凡稍为正派和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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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的人，都不屑于去做这门可耻的生意。而我原先经营的盐

业，在商界中却一向居于首席，为众所敬重。那我为什么要改

行来经营这个为广大群众所不齿的“特业”呢？主要原因是：

盐号自从遭受了地方军阀估我经营的 提盐税、积压资

金、全帮周转失灵的影响而倒闭后，自己的资金和信用都受到

蹶不振，心里十分苦闷；而很大的损失，连年在商场一 我又

“雄心”未死，亟想另谋出路来“翻梢”，于是很自然地便看中

了一本万利的鸦片生意。再者，当时的重庆，正是四川烟土最

大的集散市场和向省外运销出口的码头，又是滇、黔两省烟土

运出西南的转口要道，每年进出的数量很大，可是一般商人插

手做这个生意的还不多；以前我在经营富丰盐号时，曾附带贩

运过几次，虽然只是小搞，却尝到了滋味，觉得很有搞头。

鸦片这个东西虽为广大人民所痛恨，然而却为反动派

所宠爱，历来四川地方军阀都把它当作是一项主要的财源，赖

以维持其统治，扩充其割据势力，无厌足地中饱其私囊。从

年起，统治者打着“寓禁于征”的幌子，对于鸦片从种植、

运销到零售、吸食各个环节都巧立名目，征收捐税；而对劳动

人民的敲磕索诈，更是达于极点。如农民种烟就按种植窝数收

“窝捐”，而不愿种植的则要抽所谓“懒捐”。在这种情况下，经

营鸦片烟就逐步“合法化”起来，而受人鄙视的“特商”，也就

为反动派所倚重，鸦片生意居然可以公开大量做了。到 年

又实行所谓“禁政改组”（即进一步开放烟禁），由政府招商承

做“土行”，给予特权，使这个生意更加好做，赚取暴利也更有

保证。这种客观形势，对于正在一天到晚打主意、想另找发财

门路的我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经营“特业”虽有暴利可图，但风险也是很大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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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同军政界上层有广而深厚的人事勾结，才不至于出“岔子”；

就是出了“岔子”也能够化险为夷。在这一点上我是具备着有

利条件的。这也是促使我改做鸦片烟生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经营盐业的长时期中 地方财政、税收、，我同当时主管

军需等部门的大小官僚和驻防军阀们接触的机会很多，彼此有

着相当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对四川统治最久的军阀刘湘这个系

统，在我当盐帮会长的时期中，为他们筹垫军饷，邀“包袱”，

确实出了不少的力，因而也很得他们的信任。我曾经夸口说：

“在刘甫公（刘湘号甫澄）面前，我犯了事该杀头的，关三个月

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这表示我有强大

的后台老板给我撑腰，对一切都满不在乎。我的“人缘”不只

限于地方政权的范围，随后在国民党中央方面，我也结纳了好

些高官显贵，如像贺国光、徐源泉等人，我同他们来往密切，

关系很深。我平时对这些人自然尽量巴结逢迎，伺候惟恐不周，

一旦经营发生波折，出了岔子，就靠他们替我转圜解决。就是

这样，在互相利用、各有贪图的情况下，我的生意愈做愈大，

钱也愈赚愈多。至于对国家民族的害处，那时候，我根本就没

有朝这方面想过。

这些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发生了根本的变，现在社会已经

化，生活在新社会的人们很难想像我们在乌烟瘴气的旧社会里

所干的那些卑鄙龌龊的事情。以下，我将当时做这个生意的经

过和我采取的各种经营手法，就记忆所及，简略叙述出来，让

人们知道过去竟有这样的“合法”生意和这种种的做法，从而

对那黑暗腐朽的旧社会多增加一层了解和认识，也许不是毫无

意义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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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小到大 从盛到衰

鑫记实际只做了两年多的时间，总计获得暴

利 万元。有一次股东分红，所得的红利就将近

倍，职工的花红也发了七八万元为股本的 ，我

们这伙人“皆大欢喜”。

我正式经营鸦片烟土生意是从 年下半年组织“鑫记”

土行开始，继在 年扩大改组为“庆康”字号，到 年即

行结束，实际营业时间不过四年多一点。在叙述这段经过之前，

先要谈谈当时重庆烟土市场的情况和政府的“禁政”措施。

四川烟土最大的外销市场是汉口，自从 年汉口发生大

水灾后，汉帮烟商倒塌甚多，渝帮烟商也遭受连累，影响汉、

渝两地烟土业转入萧条时期。连年又由于蒋介石发动“反共”

内战，对各地人民的压榨剥削更加深重，愈使民不聊生，百业

凋敝。特别是工农红军于 年初长征到了云、贵，并以破竹

之势长驱入川，一般烟商和官僚地主富商巨贾们惊惶失措，纷

纷作逃避的打算，于是各地烟土滞销，价格惨跌，存货大量积

压。重庆这个西南最大的烟土集散市场乃愈趋衰落，使当局赖

以生存的主要财源 鸦片烟税随之锐减。虽采用“减税”和

待”滇、黔烟土过境外销等办法以广招徕，仍未能收到显著“优

效果。当权者为图打开新的局面，乃于 年下半年实行所谓

“禁政改组”，一方面公开招商承做“土行”，给以专办鸦片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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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运销、代客买卖、报关上税等垄断特权，以鼓励经营，增加

税源；另一方面又实行“公运”、“公栈”来防止走私。这就大

大保障了烟商的业务和厚利，对于正处在衰落中的烟土行业无

异给了很大的鼓舞。我组织鑫 是乘的这个当口。记土行就

我做“复兴荣”盐号并当盐帮会长时，就同二十一军（刘

湘）主办财政、税收、军需的甘绩镛（典夔）、唐华（棣之）、

刘航琛等人结识相好。复兴荣倒歇后改做“复楚”盐号，以后

又做“富丰”盐号时，曾有甘绩镛在股。他和当时其他一些地

方权贵经常到我号上来一同吃喝、打牌玩乐，内中就有当时做

货物税局局长、后来两次任四川禁烟总局局长的李春江。李在

那种肥缺上每年总要搞个十来万，那么多的钱要找 时出路，同

他每次来打牌，总要赢二三百元，他高兴得很，认为在我这个

地方很顺利，我这个人“逢得”，因此有时就谈起搭生意的事。

我乘这个机缘，一次我和他同石竹轩（四川的大盐商和大烟贩，

当时任川盐银行常务董事兼经理）三个人谈起，想趁政府招商

做土行这个机会组织鸦片生意。当时重庆附近的鸦片产地涪陵

的行市低到每两二角几，我和石竹轩都认为行市不久一定看涨，

很“做得”。李听进去了这番话，愿意拿出一部分钱来共同经

，于是我们三人合伙组织一家土行，以三个金字叠起营 来取名

鑫记，股本总额共十来万元。股东除我们三人外，还有甘绩镛

和商场上的一些朋友，分别搭在我们袖笼子里没有出面。生意

组成后，由石竹轩任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李茂卿任经理（专

，甘和李春江就是“鑫记”的后台。为了活动头寸，办“头寸

便于办收交，同时我们还开设了一家钱庄，取名“荣大”。

当时应“招”承做土行的共有一二十家，以鑫记开始最早，

资本也最大。我们的做法是专做外销，先在川、黔各主要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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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庄收购，然后运到重庆集中囤存加工，再运往汉口、宜昌、

沙市一带销售。进货价 两）约三五百元，格一般平均每担（

加上税捐和运缴，运到汉口每担成本平均约达一千五六百元，

汉口行市一般总 元左右。但随着季节的变化和各种情况在

的不同，起伏是很大的，尤其是税的影响最大，因为它是构成

成本价格的最主要部分，一般约占

鑫记开初一年从几百担做到几千担货，因为人事、资金和

时间的条件都很好，做起来很顺手，每关生意都很赚钱，于是

胆子越做越旺，下注也越来越大，后来一年最多曾达到一二万

担（ 万担约可供 万人吸一年），总“架面”（即账面资金总

额）有时扩大到了二 万担三千万元，各地存货总额最高时有

以上，几乎成了垄断的形势。 年九十月间，因增税而引起

的各地烟价暴涨，重庆每担由 余元余元猛涨到 ，汉口

川土每担涨至 余元，产地涪陵从 月中旬每担二三百元至

月中旬涨到 余元。这时我们各地的存货总拢来平均每天

增值约近 万元，共达半月之久。这种超额暴利，在当时是任

何行业都不可能有的。这时的“特业”，在重庆商场已俨然成为

一个重大行业，除有“特业公会”组织外，还设有专门的交易

市场和“特业评价委员会”，可谓盛极一时。

在当权派的鼓励和大利引诱之下，我们和其他烟商“积极”

经营的结果，鸦片栽种和散布的地区与数量，是大大增加了，

政府的搜刮数字当然也跟着大大增加了。据公布， 年所征

收的烟税为 万元，而这个数字与实际收入相差很远。我们仅

举下面的情况，便可以证实。据官方公布， 年的“四川省

地方预算”，其“总收入”为 万元，内中“省税”部分

万元，以“特税”（即鸦片烟税）为第一位，计 万元，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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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政府对鸦片依靠之深，我们做这生意为之扩

张势力、残害人民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在当时，我们不仅全

不理会这些，反而还以为出了大力，“很有功”哩！

鑫记实际只做了两年多的时间，总计获得 万暴利将近

倍，职工元。有一次股东分红，所得的红利就为股本的 （仅

十几个人）的花红也发了七八万元，我们这伙人“皆大欢喜”。

了，使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在上述涨潮中投机购囤的太多

市场存货壅塞，银根压紧，利率增高，于是竞相求售，市价下

跌，转成萧条景象。到 年冬，积存公栈的官商存土共达

万担左右，重庆市价 元尚回跌到每担 元，汉口跌落到

难脱手，官商都恐慌起来。政府为了保证税收，更重要的是为

了官方垄断鸦片营业，独占大利，便决定从 年起实行鸦片

“统收统销”办法，取消原来的“土行”，改招“认商”，分向各

产区收购，再交公营的“统收处”统一收购。所需资金，则另

与金融界合组“利济财团”，出给期票垫付。统收处将所收到烟

土加上利润作价交与禁烟总局，每月按规定数量由上而下逐级

分摊到各专区、县、乡、镇、保 到瘾民，强迫派销。这甲，直

时我们的存货已经不多，今后即为官方垄断，看来没啥搞头了，

“鑫记”业务就暂时停顿下来，把在省内的存货交给统收处，准

备结束。

“统收统销”办法一开始实行就遭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同

时由于派销的价款被层层握扣挪用，收不拢来；而垄断高价更

引起了走私猖獗，以低于官价大量倾销，使官土失去销路，造

成更加严重的存货和资金积压。因此影响“利济财团”的期票

到期不能兑现，市面金融僵滞不灵，政府“保证税收 “垄断

专利”的打算落了空。接着又值抗日战争爆发，全国人民爱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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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高涨，纷纷奋起救亡，社会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

乃不得不取消这个办法，改还商营，并且又颁订了一些新办法

来继续进行欺骗，鼓励推销。

鑫记虽然赚了那时我们正在结束中的 很多钱，但手上捏了

一大把“利济”空头期票，一时还收束不了，同时看到官营已

经行不通，我们的机会又来了哪里肯丢。于是决定就把这堆赚

年同以周云章为首的成都来的期票拿来赌，于 帮和江津帮

多家土行的王政平等 合并拢来，把“鑫记”改组为“庆康”，

继续并扩大经营。

周云章是川西著名的恶霸地主，他们生意的后台是二十八

但势力军邓锡侯部的师长谢德堪，在西南原设有不少分庄， 小，

活动不大开。我为了想利用这一伙地方军阀和封建势力来扩大

内销，所以愿意同他们合并。“庆康”的资本扩充为 万元，

在省内各产、销区开了 几个码头的分庄，把内销几乎全部控

制起来了，同时也发展了省外的业务，声势就更大了，职工总

数达到一二百人，另外还有为烟土加工的工匠几十人，又由新

加入的股东江津帮大盐商、大烟贩王政平担任协理职务。这时

随着抗战失利，蒋 谓“禁政”介石同国民政府已退入四川，所

也被“中央”抓了过去作为它的财源了。为了“便商裕税”，它

改订了比原先更方便更自由的办法，无论何人只须领得“采办

执照”或“采办证”，就可到处收购贩销，不受口岸限制。因此

烟土市场又活跃起来，我们的生意也比原先做得更大了。改组

后仅年把的时间，单是在贵州就买了 多担，加上涪陵买了

多担，丰都买了 多担，南坝买了 多担和在其他码

头买的总计有 万多担货。除大部分仍是运出外销外，在推广

内销上为数也不小，获利自然也是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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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大的“庆康”做了一年后，到 外销市场汉口等地

已经沦陷，内销方面，由于面铺得太宽，成都帮的伙计挪扯很

大，贷款总是收不回来，股东间发生了意见。我看见钱已赚上

了手，而时局却很不安定，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无论政治、经

济、军事各方面，都潜伏着严重的危机，“特业”生意的黄金时

代显然已经过去了，于是便趁势收手，准备另作别的投机打算。

但因摊子摆的比较大，还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全部结束得了，所

以同成都帮拆 号继续做了一段时伙后，我们又以“义成”的牌

间，主要是完成扫尾工作。

从组织“鑫记”到“庆康”结束，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

获利竟达五六百万元。当时我真是志得意满，觉得果然“皇天

不负 现了。有心人”，我的“翻梢”愿望在短短几年内就完全实

然而，没有料到，这不过是一场欢喜一场空，我依附官僚资产

阶级“成家立业”，结果仍然逃不过他们的魔掌。

三 、 经 营 手 法

我在号上每天办酒席、摆麻将、摆烟盘子，

听随他们吃喝玩乐，以至招待住宿，排场十分阔

绰。他们有的临时要借几十、几百甚至千把元的，

我都尽量给了他们方便。有时还叫姑娘到号上玩。

我做鸦片生意之所以能赚很多的钱，而且看来好像一切都

很顺利，主要原因是我同当时军政界的权贵们，特别是主办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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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税收的所谓“禁政”的一伙人交往密切，就利用他们替我

撑腰壮胆，在经营过程中排除种种障碍。此外由于这个生意又

有他们在股，大家利害相共，所以官商之间，里里外外声气相

通，一切行事也就无往而不利。加上我的经营作风，一向是贪

而且狠，只要看上了就不顺一切孤注一掷，一定要做到“大获

全胜”才肯罢休。当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是不择手段，费

尽 繁杂，这里只能扼要心机的。这方面的事实甚多，过程也很

谈一谈。

早在我经营盐业当盐帮会长时，为了结纳当时的权贵，我

就在号上，（复兴荣盐号）每天办酒席、摆麻将、摆烟盘子，听

随他们吃喝玩乐，以至招待住宿，排场十分阔绰。他们有的临

时要借几十、几百甚至千把元的，我都尽量给了他们方便。我

这种“好客”的作风，在做“鑫记”土行时，随着生意的兴旺

而益甚。尤其是改做“庆康”，地点由曹家巷迁到陕西街后，号

上更加热闹。来的人不只是地方权贵，而且还有不少中央的高

官大员，如贺国光、夏斗寅、何成浚、徐源泉等等。为了尽量

逢迎他们，我特地从自流井聘来名厨，每日珍馐异馔，供他们

大吃大喝，纵情玩乐。贺、徐等人有时还叫“姑娘”到号上玩。

去做“福楚”盐号时在这些人都是我过 沙市就结识的，那时徐

源泉驻防宜、沙，我为川盐、淮盐并销的事走上了他的门路，

曾经为他在涪陵买过 担鸦片，由他武装走私出口赚了一笔

钱，彼此有了“交情”。因此他同他的副官到重庆来，我就招待

住在我号上。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经过沙市，在徐宴请他的席

上我开始同他相识。席间我还向他献过治川策略，大意是：“川

军的派系多，情况复杂，要分别搞好关系，办起事来才会少生

阻碍；省府发行的地方公债和积欠商帮的债款，中央要负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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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不使商民吃亏，才能安定市面，收络人心。”当时贺对我似

乎留下了好的印象，所以他到重庆后，我们一下就搭上关系了。

后来他曾拿 万块钱叫我替他搭生意，过了不久我就向他谎报

他的钱已经做了 担鸦片，有赚项，借此送了他万把块钱，他

深感满意。此外，在我们一同打牌的时候，我常常故意让他们

“和大牌”来凑兴讨好。有一次徐源泉坐我下手，上手打出的牌

本来该我拦截先和，但我却不动声色地让他和了“清一色”，我

还把我的牌悄悄给他看一眼，彼此会心地一笑了事。我平日就

是利用诸如此类的机会极力巴结他们，使我们之间的“交情”

密切起来；在经营中我就仗恃同他们的这些关系，无所顾忌地

施展我的种种手法：

官商勾结，谋取暴利

我做“鑫记”的第二年（ 年），趁新货收获，市疲价

低，一开始就大量进货，自己逐渐吃胀了，行市还未涨动，积

压起有点心慌，于是我乘飞机到成都去找当时任四川禁烟总局

局长、我们的股东李春江摸 。他详细告诉了我当时的产量情况

和内、外销量等数字，以及当局的政策方针。我根据这个脉络

来思量未来前途，认为产不足销，一定看涨，因此就稳住了心，

并且决定继续买进，不怕积压。后来销路果然动了，又增了税，

很多人乘机抢购，就掀起前述 年下半年那次大涨风，我们

的 万元的空前暴利。存货便获得每天近

烟税是烟土成本价格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政府为了扩大搜

刮，总是常常在提高税价，这就为官商勾结进行贪污舞弊、猛

发大财造成了大好机会。 年下半年那次涨税的消息，早在

半月前同我一向往还很密切的唐华（当时任二十一军部财政

长）就暗中告诉了我。当然，他是具有个人的企图的。那时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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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财政厅差钱，刘航琛（四川财政厅长）向我借了几百万元期

票，我便将这笔钱同时还把代云南帮垫的借款一齐抵作预缴烟

日，果然成税。到 月 都来电令，从 日起烟土每担加税

元，现加 元为 。这元（原为每担 个消息当日被重庆

禁烟查缉处处长周克明走漏出去，全城烟商纷纷争先预缴，仅

两个小时缴库税款就达二百几十万元。这情况被省方知道了，

立刻来电宣布预缴之税无效，必须照新税率补缴，引起很大的

总局局长李春江由风波。后来禁烟 成都来渝处理这事，因为他

是我们的股东，而且我们缴的税又是在半个月前就办好了的，

当然有效，不在补缴之列。于是干捡了三四十万元的好处。这

万元的包袱，使他心满意事过后，我送了唐华 足地达到了目

的。

事情了结后还有一个插曲，重庆禁烟查缉处处长周克明原

来是“蜀益”土行的大股东，“蜀益”在这次缴税中赶迟了一

步，预缴的税属于无效，而我们“鑫记”预缴的税不仅有效，

且为数很大，周心里很不服气，想敲磕我。他威胁我说：“鑫记

预缴的也不能算数，不补缴，货就不准启运 我因为自己的后

台是他的上司，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反而幽默地说：“处长

说不准运，不运就是了嘛，你该不会扯起围腰布把我问了吧！”①

他莫可奈 都说明甘、唐、李等人对我有多何，只好算了。这些

么大的作用。

）尔虞我诈，逃避盘剥

年初唐华接任禁烟总局局长，对鸦片烟土实行“统收

①封建时代衙门问案，公堂上问官的公桌前面系有像围腰布一样的桌围布。

此处意思是说：“你装模做样的，该不会升坐公堂来审判我一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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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销”，以便官方垄断专利。他不熟悉业务，要我给他帮忙。当

时烟商对新办法不满，有些观望，不肯交出存货，“统收处”的

业务开展不起来。我看到这是为他们卖力的机会，把“鑫记”

的存货交了后，代“统收处”收购了七八千担货，并从涪陵请

来工匠一二百人加工做“支块”。我因为交的货多，钱还未到

手，所以货做好后我又代为运到汉口去卖。卖来的钱首先就把

我应收的价款全部扣到手里；其他烟商则捏到“利济期票”不

能兑现，拖了很久之后，才以四川善后公债来了结，大家吃了

很大的亏。这是我直接为政府效劳，并帮助他向烟商掠夺，而

自己则利用“帮忙”躲脱了他们的盘剥。

“统收统销”结果带来了严重的局面。这是由于“统收处”

存货积压，派销的烟款收不回来，影响“利济期票”未能兑现；

同时许多烟商手上还捏有不少尚待收购的存货，因而使得市面

银根吃紧，单是银行界的头寸就陷进去 多万元。有一天，

银行公会主席、川盐银行和利济财团总经 受彤与美丰银行理吴

总经理“益济”协理康心如，为了这件事情同禁烟总局长唐华

互相埋怨，大吵其嘴，甚至开花乱骂。我在场劝解了一番之后，

刘航琛灵机一动，想出一个鬼主意，说道：“把这些票子（指未

兑现 ），一齐收来拿给我（指财厅），换给财厅的期的利济期票

票，认他们二分利，统收处的货归我去卖了来偿还。”这从表面

上看是把包袱转给财政厅，使市面活跃起来，实际是他想借此

机会抓住这笔钱好大捞一把。后来果然有人这样办了。但我看

出了他的诡计，没有上他的当（我的款子，货卖后就扣回来了，

已如上段所述）。刘航琛把这批鸦片卖来的钱，一直握在手上耍

了很久，所有钻进他圈套的，最后得到的是一分钱也不值的善

后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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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商斗争，故弄玄虚

汉口是川土主要的外销场所，也是全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市

场之一，川帮烟商在汉口不仅常受买方申、汉、穗等帮的压制，

而且还常同贵州直接贩运的黔帮发生竞争。原来川土出川每担

元，加上运缴，要上出口税 元，到湖北又要上进口税

元左右。而黔土从每担成本要划到 贵州直运汉口，在贵州

元，每担只上出口税 到了湖北上进口税，秤斤照八折计算，

实际 元零点，成本比川土低得多。因此在竞销上黔土常只划

时简直把川土压得立不住足。为此我乘“中占上风，有 央禁烟

总办”黄天民来渝的机会，向他请求给川土以同样待遇。可是

因为“手续”没有到堂（即未送包袱），他打起官腔不准。接着

重庆烟商向“行营”请愿，我找到顾祝同（也是原先在沙市时

在徐源泉那里认识的，这时任“行营”主任），当面把这情况向

他说了，得到他的支持，转告黄天民准许了我们的请求，这就

为我们同黔帮竞争消除了不利条件。

在内销市场上各帮之间也有竞争。重庆的鸦片市场初先是云

的销量很大南、贵州帮开拓的，滇、黔土在四川 ，其间交织着官

商之间与商商之间的种种矛盾。为了“裕税”，地方政府一向是鼓

励滇、黔土入川，但在存货壅塞、销场疲滞、影响税收和官土销

路时，则又限制或阻止其进口“侵销”，有时还对“本产”（即四

销的滇、黔土加收“护运费”川土）烟土减低税捐，或对转口运 ，

来支持川帮抵制外帮，这中间的斗争很复杂而且也很激烈。

有一年，我运到汉口的货太多了，存货陆续积压到 万担

以上，销路被汉口帮压住，价跌市疲，看样子他们想吃我。我

分析当时情况，认为这种局面不会长久，关键在于熬不熬得住。

虽然我的处境已经很艰难，他们又在逼我跳岩，但我还是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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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其事的架势，下狠心要孤注一掷。我找着一向同我关系较

密切的六家银行（美丰、川康、川盐、和成、重庆、义丰），向

他们分析情况，说明只要打开市场僵局，将来有大利可图。他

们一方面在我号上投放得有大宗款子，怕我的生意垮了货款收

不回来，另一方面也贪图大利。我就抓住这两点来拉他们下水，

好把我背上来。经我尽情的吹嘘，他们终于同我临时合组一个

“同春字号”打“捧捧伙”（做一关算一关，随时可以结束解

散），凑集了资金由我乘飞机到汉口去买货，想先买进二三千担

货把行市造动起来后，再把全部存货脱手。

这时，我在烟土业的名声已经不小，行动很易引起别人的

注意。为了避免张扬，我飞到汉口原不打算露面的，殊知下飞

机后，汉口机场的检查人员问我的名字，我随口告诉了他“曾

俊臣”三个字，第二天报上就登载出来了。这一下就有不少同

业到旅馆来拜望我摸动向，我便故意装得神秘莫测，大家以为

我是来买货的，于是行市开始上涨。我由每担 元买到

元，共只买了 担货，市场就显得活跃了。行市步步上涨，不

久就回升到 多元。我便以 元一担的高价把存货一齐抛

售完了。 我不仅没有被吃，每担反而还赚几百元，打棒棒

伙的六家银行都分得了好处。

在这次暗斗中，汉口帮的烟商曾唆使驻在汉口的中央禁烟

总办黄天民出面与我为难。正在我出手买货、行市步涨的时候，

黄天民通知各银行不要对我做押款，想在资金上卡住我。我乃

托徐源泉给何成浚（湖北省主席兼“全国禁烟总监”）写了一封

信，请何对我照顾。何向黄天民打了招呼，于是啥事也没有了。

）小利收买大烟官

在上述两件事件中，大烟官黄天民都同我为难，使我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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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打通他这一关，才能放手经营。

适逢 元。当有一段时期，重庆到宜昌的汇水涨到每千元

万时我正要调 元到宜昌作缴湖北的进口税，而税局的款子一

向是由农民银行平过调渝上缴“国库”，得不到贴水。我发现这

中间有文章可做，便去找黄天民要求我的税款就在重庆缴，可

照付汇水。他叫我写个公事，我说：“公事上怎么好说汇以 水的

事呢？”这话暗示他汇水是不打算交给公家的；彼此心照不宣，

他承认了。于是我开了一张 万元的支票给他，也不要收条，

他会意地放到荷包里，连忙招呼下面办好缴税手续，大家欢欢

喜喜分了手。从此我们就建立了“交情”，他再也不对我打官腔

了，而我在这 万元的汇水，捡了一半的便笔交易上还少花了

宜。

不久蒋介石在抗战中节节败退，眼看汉口就要不保，我陷

在汉口、宜 多担，一时销不出昌、沙市、老河口的货还有

去，当地烟商想乘机“吃”我，我为了想在其他地方打开销路，

便找到黄天民，要求准许我把存在湖北的货拨 担到湖南售

销。因为烟土上过税后只能在指定的口岸销售，如要改销他处，

须办分拨手续。我请他分发电报赶快通知出去，这次他对我毫

不留难，完全照我的要求办了。我同时也电告湖南庄客，指示

他不管什么行市都要立即抛售，他们也照办了。湖北的烟商听

说我的货已经另外找到了出路，就稳不住了，放弃了对我的扼

制，市场一下活动了，我便乘势把其余的全部脱手，扭转了危

局，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后来生意结束时，我们“论功行

赏”，湖南的庄客说他们卖得不好，不该“受赏”，我说；“火烧

司马，有魏延在内，如果不是湖南随市抛售，各地行市都活动

不起来，论说湖南应居首功！”其实这都是行贿 万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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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那时的官场，就是这么卑污龌龌。

“庆康”字号结束下来，连本带利积累了近千万的资金，俨

然成为一个大财团。由于我们收场得比较早，躲过了后来官僚

资本对整个“特业”所干 年的一次大掠夺 年到

间，他们在所谓“六年禁烟”期限届满的借口下，忽然宣布冻

结各地烟土存货，不准启运。烟商奔走呼吁，拖了很久不得解

决。后来由杜月笙、潘昌猷等人组织“港记公司”把所有官商

万担全部接收过去，勾结孔祥存土 熙通过蒋介石指示特务总

头子戴笠派武装护运，经过战区迂回到广东向沦陷区和香港销

售。这一伙官僚 光（贷款是过资本集团把烟商连本带利一起吃

了很久，法币大大贬值时才付的），暴利之巨，无法计算。那时

我们的鸦片业务已停止，没有存货给他们收去。

但是我们赚来的钱，最后还是没有逃脱同样的命运。“庆

康”拆伙后，股东中除了一部分人把分去的钱买了田地或者转

到别的行业继续搞投机剥削而外，我们先曾创办“蜀益烟草公

司”，生产“主力舰”牌香烟，后来又以 万元资本开办“胜

利银行”，都由我任总经理。我自己也先后买了 多担租子的

田，并零星投资了一些其他企业。我满以为从此可以稳坐钓鱼

台，一生享用不尽了，却没有料到在四大家族的诈骗掠夺下，

伪币不断贬值。 比经过法币 换金圆券，又以金圆券 亿比

换银元，胜利银行的资本便全部化为乌有。 年夏秋之间，

又遭受通惠银行的倒骗，胜利银行就再也周转不动，不得不关

门歇业了。与此同时，蜀益烟草公司也因连年遭受战祸损失和

政府、 点流动资官僚资本的摧残压迫，生产停顿，而仅有的一

金又陷在胜利银行里损失殆尽，因此也不能不相继关门。至此，

我多年来的“翻梢”梦想，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虽以“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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